香港為邪教立法不乎法治精神

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資深大律師



就香港應否建立邪教法，筆者曾跟不同人士作討論。過程中有感很多人不明為何在香港就「邪教」立法有違法治精神。剛好香港基督徒學會擬出版刊物，探討香港宗教自由與邪教法問題，並邀請筆者撰文，論述在香港立邪教法對法治的危害，實感十分榮幸，也就在此拋磚引玉，跟大家分享就這問題的一些思考。

香港仍有不少人以為只要政府通過立法會立法，大家依法辦事，那便是「法治」。這理解跟香港行之有效，並賴以成功的「法治」制度的距離，又何止十萬八千里。立法可以沒有民意作基礎，只是由上而下，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和達到其政治目的。這樣的法，只淪為統治者的工具，為「人治」服務。「法治」制度中立的法，都必順應大多數受治者的意向，從保障人權和自由出發。


要三言兩語間完全闡釋「法治」與「人治」的分別，不易辦。「法治」包含的概念很多，並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。最為人熟悉的概念包括：

(一)
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：天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。
(二)
程序客觀透明：「法治」重視當權者行使權力時必依循一套客觀基準，不因其個人喜惡和價值取向有所偏差。
(三)
司法獨立：法庭於審理案件時不受政治壓力，必無畏、無懼、無私地秉法以理作出判決。

「法治」還包含很多其他概念，不能在此盡錄。但在應否建立邪教法的討論中，比較切題的「法治」原則和理念，最少有以下兩個：

(一)
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。
(二)
法必能客觀界定,不容武斷和濫用。
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

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,是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; 人治社會中建立的法,只是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。  前者由下而上; 後者由上而下.  前者立法由人民主導; 後者立法由當權者主導.  兩者南轅北轍, 絕不能混為一談.
事實上，在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律均服從於律官以嚴、律民以寬的指導原則。在芸芸司法覆核和行政申訴的官司中，法庭嚴苛地要求行政當局尊重程序和秉行公義的例子屢見不鮮。這也是自然的。面對政府的龐大資源，較需要保障的當然是升斗市民。

思想、信念及宗教自由是受《基本法》第32條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18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15條所保障的基本自由與人權。從有關《國際公約》的條文可見，思想、信念及宗教自由本身均不能受任何限制。就算限制人用以表示其宗教或信仰自由之行為的法律，要符合《基本法》與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有關規定，也只能在該行為對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造成威脅而有必要時才可建立。

今天的香港，不但沒有出現非主流教派有組織的犯罪行為，就算一般的刑事犯罪行為亦不常見。針對坊間認為「邪教」所能造成的遺害，香港已有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規和普通法原則可供行政機關運用，而不至面對該等犯罪行為而感束手。在這情況下，根本沒有出現香港的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受威脅而必須立法取締「邪教」的情況。若在這情況下，政府堅持為「邪教」立法，就完全背離法律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任務這個基本法治原則。

根據香港目前的情況，未見有立法取締「邪教」的必要。若有「邪教」信徒威脅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，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法律已足夠應付該等情況。此等法律包括成文法與普通法的有關原則。其中較明顯的例子包括香港法例第一百五十一章《社團條例》中的第8條與第18條授權保安局長禁止三合會等非法社團在香港運作；也包括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中第33B條所定協同自殺的刑事法律責任。此外，任何人煽動他人犯法或犯法未遂也於普遍法中構成刑事罪行。

筆者對於法國的客觀情況不了解，故未能討論法國社會是否已出現「邪教」嚴重威脅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的問題而至有必須為「邪教」立法。不過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法國通過的《邪教法》代表了於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中，反映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，而非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。再者，在《邪教法》實施時，法國國民可通過其完備的民主機制對該法的實施不斷監察。若發現《邪教法》未能達至國民最初要求立法控制「邪教」活動時的效果，大可通過其代議機制修改甚至取締該條法律。這個客觀情況在香港尚未出現，也是討論是否應在香港為「邪教」立法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。
具體法律條文
筆者特把有關的具體法律條文節錄如下，以便讀者參考:-

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二條有如下規定：
“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。
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有公開傳教和舉行、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。”
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進一步清楚規定如下：
“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….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，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。
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，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，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。”

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五條把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十八條引入成為香港本地的法律，其條文如下:

“(一)
人人有思想、信念及宗教之自由。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及單獨或集體、公開或私自以禮拜、戒律、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。

(二) 
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不得以脅迫侵害之。

(三) 
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，非依法律，不受限制，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介限。”

上述條文中「宗教」和「宗教信仰」應從廣義上理解。其涵蓋範圍當不止傳統宗教。

從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的條文可見，任何法律都祇能限制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；至於思想、信念及宗教自由本身均不能受任何限制。究其原因，明顯不過。若容許政府壓抑或改變個人思想和信念，人便失了人之為人的獨特之處。人必須能自由根據其選擇的信念和原則去發展其人性，這是人基本自主的權利。

要符合《基本法》與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有關規定，任何限制表示宗教或信仰自由行為的法律必須是合理、跟社會需要成比例，於實行時務必一視同仁而不能有所偏頗。換句話說，任何該等限制必須符合以下三個原則：－

(一)
任何限制必須依法建立。行政機關祇是頒佈有關法例並不足夠。法律的條文必須清楚說明，並在不存疑點下界定人在行使表示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時所作行為，甚麼才算違法；

(二)
該等限制必以保障公共安全、秩序、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者，任何限制必須直接與社會特殊需要有直接關係並成比例；及
(三)
該等限制不能因岐視目的而設立或於援引應用時不能一視同仁。
法必能客觀界定,不容武斷和濫用

受法律規管的人，一定要清楚知悉自己何時干犯法律，需負法律責任。故此，法律容不下模稜兩可，非驢非馬的條文。任何曖昧不清的條文只會被當權者濫用，來達到其一己的政治或其他目的。


法國近期通過《邪教法》中，把原本「精神操控」罪改為以「透過對一個人施以心理或生理操控，令後者精神受壓，影響其判斷，引致他作出嚴重危害自己的行為」入罪。這定義中充斥著模稜兩可的概念。好像何謂「嚴重危害自己的行為」就沒有清楚界定。執法者採納的標準可因人而異。

完全客觀地界定何謂「邪教」根本不可能。「邪教」一詞就有輕侮蔑視的成份。任何組織一旦被冠以「邪教」之名，亦即被認定其成員的宗教信仰或道德價值觀不單止非典型，更不為社會大眾所認受。既然不可能完全客觀界定何謂「邪教」，取締「邪教」的任何法律於執行時必含武斷成份而容易被濫用。若果勉強立法，實有違法律條文必能清晰客觀界定犯罪行為這基本法治原則。

結語

特區政府已公佈暫時不會立法取締「邪教」，這是恰當的決定。任何旨在取締「邪教」的法律必會威脅香港居民受憲法保障的信仰或宗教信仰自由。為了保衛法治的制度和原則，香港政府不應為根本不存在的威脅而草率立法來取締「邪教」，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於「一國兩制」中的高度自治被視為遭到削弱。多元、包容、尊重法治及言論、思想、信念、宗教、集會與結社等自由均為自由民主社會的表徵。香港要成為「亞洲國際都會」，便不能就該等表徵作任何妥協。
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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